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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

李 长 莉

晚清的开放通商引起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

崇

尚洋货
、

从商热
、

金钱至上等生活方式
、

行为方 式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对中国传统封

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制度的崩坏起到了推动作用
,

同时为维新运动的发生作了必要的

铺垫
。

作者
:

李长莉
,

女
, 1 9 5 8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韦伯的研究揭示了西欧民族文化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联系 ` 随着近代化迅速

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现象
,
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与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这样那样的

联系
,

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化道路
。

在这一世界潮流中
,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

东方国家
,

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真接冲击下
,

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
,

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

支配下
,

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
。

历史的实际留给我们的问题

是
:

中国的传统文化
、

民族文化精神
,

在这一过程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 是怎样与西方近

代文明相汇合
、

相衔接
,

并演化生成了自己的近代文化观念的?

文化观念是浸透于民族群体之中的思想
、

感情
、

价值观
、

行为方式
、

行为规范等的总和
,

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
、

潜在的
、

无形的东西
,

因此
,

它不是外显的
,

不易被人所认

识和把握
。

而在一个变动时期
,

由民众自发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社会风习
、

流行时尚
,

最能

反映当日企人们文化观念变动的内容和趋向
,
如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

,

即西洋文明

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
,

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
、

新潮流
、

新时尚
,

例如洋货风行
、

经商热
、

拜金潮等等
,

其中反映出了一些文化观念变化的信息
。

对这些新风习进行考察
,

并从社会和

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
,

并进而寻求答案
。

一
、

日用洋货的流行与消费观念

自鸦片战争开放通商以后
,

特别是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进一步开放以后
,

西方人在中国的

各种政治
、

经济
、

文化活动大为增加
,

影响于中国社会
,

而西洋文明与中国老百姓最直接
、

最普遍的联系
,

恐怕就是五光十色的日用洋货了
。

人们最早接触的是洋布
、

洋烟 (鸦片 ) 等
,

70 年代西方对华商务大幅度增加以后
,

人们

所用所见的 日用洋杂货的花色品种 日渐繁多
。

熟悉中西商务的郑观应
,

于八
、

九十年代之交
,

曾历数当时常见的各色 日用洋杂货
: “ 如

:

洋药水
、

药丸
、

药粉
、

洋烟丝
、

吕宋烟
、

夏湾拿烟
、

俄国美国纸卷烟
、

鼻烟
、

洋酒
、

火腿
、

洋肉捕
、

洋饼饵
、

洋精
、

洋熬
、

洋果干
、

洋水果
、

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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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
,

`

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移
。

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

洋布之外
,

又有洋绸
、

洋缎
、

洋呢
、

洋
羽毛

、

洋漳绒
、

洋羽纱
、

洋被
、

洋毯
、

洋毡
、

洋手巾
、

洋花边
、

洋钮扣
、

洋针
、

洋线
、

洋伞
、

洋灯
、

洋纸
、

洋钉
、

洋画
、

洋笔
、

洋墨水
、

洋颜料
、

洋皮箱筐
、

洋磁
、

洋牙粉
、

洋胰
、

洋火
、

洋油
,

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黔
。

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

此外更有电气灯
、

自来水
、

照相玻璃
、

大

小镜片
、

铅
、

铜
、

铁
、

锡
、

煤斤
、

马 口铁
、

洋木器
、

洋钟表
、

日规
、

寒暑表
,

一切玩好奇淫

之具
,

种类殊繁
,

指不胜屈
。

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 ”

并谓
: “
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

,

销入内地
,

人置家备
,

弃旧翻新
。 ” ① 这些洋杂货都是机器工业制品

,

制作精巧
,

新奇美观
,

且物美价廉
,

因而深受人们欢迎
。

80 年代后
,

在西方驻华外交官的商务报告中
,

也常常能看

到这样的报导
: “

玩具
、

文具
、

铅笔
、

图片
、

装饰品
、

洋伞
、

刀剑
、

料器
、

肥皂等等
,

都构

成大商店的贸易品
” ,

金属品
、

钟表
、

窗玻璃和煤油的进 口
,

有
“
广阔的发展余地

” 。 ②这些

都说明日用洋货销路很好
,

广为人们所喜爱
。

确实
,

到了七
、

八十年代以后
,

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的 日常用品
,

而且流行于内

地村镇
,

甚至抵达边远的穷乡僻壤
,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

在深居腹地的四川
,

就有从武汉沿

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
。

7。年代后期
,

一个亲历者曾说
,

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
,

商店里就陈列着不少洋货
,

有洋布
、

钟表
、

钮扣
、

玻璃
、

洋铁器等
。 ⑧ 在八

、

九十年代
,

重

庆专门批发洋布的商号就有 27 家
, ④其贩销的范围很广

,

直至邻近的云南边远各县
。

北方则

以天津
、

烟台等开放城市为洋货的集散中心
,

由此流入内地
。

80 年代中期
,

有人记邻近天津

的玉 田
,

人们 日常所需洋货
“
至不可胜数

” ,

甚至说
“
饮食日用 日洋货者

,

殆不 窗 十 之 五

矣
” 。

⑥这种说法虽然可能略有夸张
,

但日用洋货在民 l’ig 风行
,

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喜爱和

购买
,

将使用洋货视为时尚
,

形成了风气
,

则是显然的事实
。

那么
,

这些外来的洋货何以被

人们如此迅速和普遍地接受了呢 ? 在洋货风行的过程中
,

人们是以怎样的消费观念和心理来

接受对待的呢 ? 下面从两方面来看
:

1
.

一般民众
,

特别是农民
,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低下
,

而将生存需求置于生活伦理

的核心
,

形成 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实用观念
,

衣食日用以价廉
、

实用为第一原则
,

而一些 日

用洋货物美价廉
,

很富于实用性
,

所以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

如洋布既细密美观
,

价格又低
,

甚至比土布还低
,

所以人们乐于购买
。

特别是主要依靠市场购买消费品的城镇居 民
,

更是很

快选择了洋布作为 日常穿着衣料
。

机制洋针缝制衣物更锐利
,

且坚实耐用
,

价格低廉
,

所以

很受人们的欢迎
。

煤油灯因其照明效果好
,

煤油价又不贵
,

也很快被普遍使用
。

火柴比原始

的取火用具火镰
、

纸媒好用得多
,

价钱又便宜
,

因此普及很快
,

时人曾有竹枝词赞到
: “

纤

纤寸木药硝粘
,

引起灯光胜火镰
。

莫怪烨奴夸利用
,

缘他工省价还廉
。 ” ⑥ 正是由于这些洋

货具有价廉适用的特点
,

符合中国人的实用生活伦理
,

所
`

以很快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

下来的传统生活用品
,

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

2
.

中国人是群体感很强的民族
,

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
,

重视在别人心 目中的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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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形象
,

表现为 日常生活顾体面
、

讲身份
、

随时尚等行为特征
。

所以
,

日常生活除了生存
性需求之外

,

还有大量因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性需求
。

一些洋货精巧
、

美观
、

新奇的特点
,

适合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
,

所以吸引了人们购买使用
,

形成了流行洋货
、

乃

至祟尚洋货之风
。

道光
、

咸丰年间
,
就有人记述说

,

当时的风气是
: “

凡物之极贵重者
,

皆

谓之洋
,

重楼日洋楼
,

彩轿日洋轿
,

衣有洋当
,

帽有洋莆
,

挂灯日洋灯
,

火锅名为洋锅
,

细

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
,

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
。

大江南北
,

莫不以洋为尚
。 ” Q

所以
,

花色鲜亮
、

细密平滑的洋布洋绷衣物
,

成了人们的体面服装
,

不仅城镇市民争相穿用
,

即使是购买能力十分有限的农 民
,

只要稍有余力
,

也要置办一套洋布衣服
,

以备在公共正式

场合穿用
。

他们虽然在平时劳动时仍穿着自制的土布
, “

然其他或祭祀
,

或应酬
,

或往稠人

广众之中
,

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
,

以为外观美丽 ” 。 ②他们为的是在亲朋面前显得体面
,

不

背时
,

以免被人瞧不起
。

洋货还是当时亲朋间往来的时兴馈赠佳品
。

咸丰时期
,

在上海西人

书馆作事的士人王韬
,

就常将洋皂
、

洋布等洋货为礼品赠送给友朋
。 ⑧那些离开农村流往城

市经商作工的人
,

回乡探亲访友时
,

也会带回各种新奇的洋杂货分送亲友
。

乡下人遂仿效城
、

里人
,

以拥有新奇洋货为时尚
。

城镇居民更有赶时髦的人们
,

争相使用新奇洋货来炫姐
。

特

别是城镇的妇女
,

以使用西洋香水
、

洋皂
、

洋绸
、

饰物等为时尚
。

有人记光绪中叶城市妇女

时兴以眼镜
、

怀表为装饰品
,

如眼镜—
“
自光绪中叶以后

,

妇女之好修饰者
,

亦皆戴之以

为美观矣
, 。

田怀表—
“
光绪中叶

,

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枉间以为饰者
,

或金或银
,

而皆

小如制钱
,
故呼日金钱表

, 。 ⑥ 照相作为既新奇又可留下影像以为保存或赠送亲友的新鲜玩

艺
,

也很快时兴起来
。

自70 年代起
,

报纸上就常可看到售卖照像器材的广告
,

可见照像已成

了一个比较兴旺的行业
。

最普遍最大量而又广为人知的洋货消费
,

恐怕要算鸦片了
。

吸鸦片

作为一种消遣
、

消闲方式和社交手段
,

在南京签约开放贸易以后
,

即迅速在民间
,
特别是城

镇居民中广为流行
,

无论是官吏
、

士人
,

还是商贾
、

杂役
,

不分男女老少
,

吸食成风
,

以至

许多人吸食成瘾
,

难以戒除
。

由以上可以看到
,

旧 用洋货的风行
,

除了少量品种因其实用性而成为人们的生活常用品

之外
,

大量非实用性的
,

种类繁多的各色洋杂货是被作为社会性需求而为人们所接爱的
。

人们

的买它们
,

是出于交际
、

夸摇
、

消遣
、

享乐的心理需求
,

而不是出于生存
、

生活的必需
。

这

就说明
,

日用洋货风行的社会现象
,

主要是人们社会心理
、

文化观念的反映
。

那么
,

这是怎

样的一种心理和观念呢?

对洋货风行这一社会现象
,

当时人多有批评和议论
。

综合起来看
,

这些议论大致可分为

三类
,

第一
,

认为洋货流行于国内
,

使中国的大量金钱流入西洋人的口袋
,

因此是
“
无穷之漏

_ _ _

_ _
危 ” ,

是
“
耗我资材

”
的经济掠夺

,

势将使我国财源外流
,

日益贫穷
,

造成祸患
。

这是从国

家的利益出发
,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着眼
,

以经世的观念指导下的认识
,

是那些关心天下的

经世之士发出的优国之论
,

是从政治上来看待洋货流行这一现象
,

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原

因 ,
也不能说明一般老百姓的心理

。

① 陈作霖
: 《炳烛里谈 》 。

② 彭泽益主编
: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 2卷

,

三联书店19 57 年版
,

第2 39页
。

⑧ 见 《王韬日记 》 ,

中华书局 198 7年版
。

④ 徐坷
: 《清稗类钞 》 第 13册

,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第6219 ee ee 6220 页
,

—⑥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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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在当时的报刊
、

笔记中
,

可以看到许多明显带着欣赏
、

夸耀的口吻描写洋货风籽

的诗文
,

特别是那些当时很流行的通俗直 白
、

琅琅上 口的竹枝词
,

更有许多对于洋货流行所

带来的新奇
、

美观
、

繁华
、

享乐情景的描写
。

这些显然出于中下层士人或商人之手的文字
,

反映了这些有钱有闲阶层及经商致富的新商人阶层乐于享用洋货的心理
。

他们当然也是这些

洋货的积极消费者
,

特别是那些刚刚靠洋货商业而发家或小富起来的商贾
、

买办们
,

更会热

衷于以各种新奇入时的洋货来装点自己的生活
,

以炫耀自己的新富和得意
,

而正是他们及其

家属
,

带领了流行洋货的最新时尚
。

他们的这种行为举止意味着他们的成功
,

所以人们乐于

仿效
,

遂蔚然成风
。

命三
,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议论
,

就是批评人们争用洋货是追求奢华
、

爱慕虚荣
、

厌旧喜新
、

道德沦落的行为
,

是世风日下的表现
。

这是一般正统士人的议论
。

他们以传统伦

理道德的当然维护者自居
,

习惯于以书本上的圣贤言论
、

道德说教作为衡世论事的当然标准
,

所以
,

对眼下这种明显有悖于正统伦理观念的现象
,

当然是痛加针褪
,

抨击有加了
。

然而
,

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是这样说
,

而在实际的个人生活中
,

除 了极个别过分偏执的道学家之外
,

大多数人也难免随俗
,

也会使用洋货的
。

就如 同咸丰时期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王韬那样
,

一方

面谴责众所周知的
“
鸦片之害

” ,

因 “
近 日愈烈

,

势不能禁
”
而 为国担忧

,

同时却经常伙同

友人到烟馆
、

妓馆去吸鸦片以为消遣
,

并津津乐道
“
其趣殊永

” ,

有
“
祛疾调胃

”

和使
“

骨节

通灵
”
的妙趣

。

① 事实上
,

沾染吸鸦片这种既损害身体
,

又违背勤俭道德的恶习的人们中
,

素

称道德楷模的官宦士人就占了相当一部分
。

这种言论与行动的不一致
,

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

传统
,

缘自于一种经久形成的二分法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伦理
。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

古代圣贤

是伦理道德的化身
,

由于他们过于完美和崇高
,

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
,

所以后人只能把他们

视为一种理想追求
。

完美的道德伦理可以作为精神生活的指导
,

但不见得是日常生活的准则
,

只求在精神上保持着崇敬和认可就可以了
。

此外
,

古代儒家
,

特别是道家顺应自然
、

肯定人

欲的传统
,

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享乐的天性得到肯定
,

由此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道德约

束与实际生活中的享乐追求
,

形而上的伦理 自觉与形而下的生活小节分为二途
、

并行不悖的

伦理格局
,

从而缓解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与日常凡俗生活的矛盾
,

这恐怕也是使得传统道德伦

理易于使人接受
,

并得以被人们世代传承
,

没有间断的一个原因吧
。

宋明理学虽然试图将二

者合而为一
,

但到了理学衰落的晚清时期
,

除 了少数正统理学家之外
,

对于广大民众已经没

有多大实际的约束力了
。

因此
,

一个在正式场合满 口道德说教的士人夫子
,

其个人生活却有

可能随意放纵
,

极尽享乐
。

纵情酒色
,

放荡不羁
,

被视为名士才子特有的风度而受到人们的

欣赏和仿效
,

这不仅无损于他们在正统学术
、

道德文章方面的威望
,

反而会为他们的形象增

添光彩和魅力
。

正因为如此
,

士夫文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形而上的纲常大义方面贬斥
、

鄙视西

方
,

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下的器用方面赞赏
、

羡慕西洋 ; 在对西洋人抱着民族正义的敌视的同

时
,

不妨碍欣然接受那些可供享乐的日用洋货
。

正因为如此
,

素来最讲究道德伦理的士宦文

人们
,

一面大叹道德沦丧
、

世风日下
,

一面却争相享用洋货
,

成了仅次于商贾的第二个积极

接受洋货的社会集团了
。

由此可见
,

正是在传统的重实用和肯定享乐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
,

在商人和市民阶层兴

起的社会变动中
,

西洋日用杂货— 这种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成果
,

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先头

骨 《王韬日记 》 咸丰八年十月四日
、

八日
、

九 日
,

咸丰九年五月五日

子了



部队
,

首先冲破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屏障
,

进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
,

与老百姓产生了普渔而

直接的联系
,

而中国老百姓也由此得到了近代文明的最早启蒙
,

其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

二
、

商业的繁盛与从商热

紧跟着洋货的流行
,

城镇乡村的贸易买卖活动大大增加
,

带来了商业的繁盛
。

不仅一些

沿海通商口岸迅速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

各种商业店铺林立
,

而且在广大内地的城镇
,

也

出现了许多经营洋货的大小店铺
。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
,

出现了大批依靠商务活动谋生的人们
。

其中有直接为西人洋行服务的买办
、

通事 (翻译 )
、

洋仔
,

有自己从事贸易活动的中间商
、

批发商
、

零售商
,

有依附于这些商人的店伙
、

帮工
,

以及活跃于边远山乡的行商坐贾
。

同时
,

在 城 镇 也 随之兴起了大批服务性商业
,

如饭馆
、

旅店
、

茶楼
、

戏院
、

妓馆
、

烟馆等等
,

不

少男女在这些行业里作店主
、

店伙
、

招待
、

帮工
。

这些人形成了新兴的商人和市民阶层的主

体
。

他们大多来自乡村
,

凭借同乡亲友等各种关系
,
来到城镇谋生

。

有的地区如广东
、

浙江
、

江苏的某些地方
,

甚至形成无论男女
,

纷纷弃农弃学
,

投亲靠友
,

争相入城
,

相继从商的状

况
,

,

在一些城市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地方商业帮群
。

这种从商热的出现当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

如商业繁盛造成了从商机会增多
,

成了一条

新的较为宽阔的谋生之道 , 随着人口增多
,

农村家庭生计困难
,

只好进入城镇寻求生计
,

以

养家糊 口 , 科举仕途的拥挤
,

朝廷财政的困难
,

使作宫者难得肥缺
,

仍不免于穷困
,

而绝大

多数士子更是科举无望
,

入仕无门
,

不得不另谋出路
。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
,

人们的社会心理
、

文化观念的变化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

商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
,

重农轻商
、

祟本抑末是历代相沿的治国方

针和经世原则
,

认为商人贪财好利
、

见利忘义
、

欺瞒好诈
、

投机取巧
、

不劳而获
、

道德低下

的观念深入人心
,

由此形成了普遍的贱商心理
。

那么
,

为什么这时人们却能够普遍摆脱这种

观念的束缚
,

群趋而从商
,

即使是那些一向被尊为民众楷模
、

满 口道德礼义的士夫官员
,

也

纷纷经商
,

而不再顾及那种传统成见了呢 ? 缘自这种传统观念到了晚清时期
,

已经发生了某

些变化
。

其一
,

自清中期
,

特别是进入乾隆朝以后
,

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

人口剧增导致人们

的生存状况恶化
,

遂使金钱财货比地位
、

名声等对养家糊 口更具实惠
。

同时
,

由于朝廷因财

政困难而实行捐纳卖官制度
,

有了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官职
,

金钱成了通向上层社会的

一条最便捷的桥梁
,

比其他任何方式
,

无论是苦读应试
,

还是攀附关系
,

都更具提高社会地

位的直接效力
,

这也表明就连朝廷也公开承认金钱的社会价值
。

由此而出现的崇尚金钱的社

会风气
,

遂使拥有资财的商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

人们逐渐形成〕 贱商而不

轻商的观念
。

士夫官绅贪其资财
,

不再顾及身份名节
,

而与其结交
。

乾隆时有人记这种状况

道
: “

囊时士大夫以清望为重
,

乡里富人
,

羞与为伍
,

有攀附者必峻绝之
。

今人崇尚财货
,

见有拥厚资者
,

反屈体降志
,

或订忘形之交
,

或结婚姻之雅
,

而窥其处心积虑
,

不过利我财

耳
,

遂使此辈忘其本来
,

足高气扬
,

傲然自得
。 ” ①又记

: “

有一新贵
,

家本素封
,

乃用晚生帖拜

① 董含
: 《三冈识略》 卷六 《三吴风俗十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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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
,

仅获三星之赠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
,

易胜浩叹
。 ” ①这可说明当时人对商人态度的变

化
。

咸丰
、

同治以后
,

商人的地位更有提高
。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
,

当时无论是朝廷谕旨
,

还是大臣章奏
、

公文函犊中
,

都把指称士大夫的
“
绅

”
与指称商人的

“
商

”
并举 为 百 姓 之

首
,

亦即社会的中坚
。

无论何事
,

首先推列
“ 绅商

” 以为倡导
。

由此可见
,

清中叶以后
,

民

间重商的观念 已 日渐发展
,

这为洋货风行
、

商务大盛以后兴起的从商热创造了条件
。

其二
,

清中叶以后还有一种社会现象
,

就是官
、

士
、

商三位一体
,

三者合流的状况更为

普遍
,

这也使从商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
。

清初朝廷明令禁止官员经商
,

以防止
“

与民争利
’ , 。

但后来
,

特别是乾隆朝以后
,

由于大小官吏纷纷兼营商业
,

遂使这一禁令名存实亡
。

乾隆时

的权臣和坤
,

就依仗权势
,

公然大肆经商
,

据说他开有当铺 7 5座
,

银号 42 座
,

古玩铺13 座
. ,

②

地方上的小官吏也纷纷效尤
,

有人记当时广东的情形道
: “

今之官于东粤者
,

无分大小
,

率

务胶民以 自封
。

既得重费
,

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
,

而百十奸民
,

从而羽翼之
,

为之垄断而周

利
。

于是民之贾十三
,

而官之贾十七
。

官之贾
,

本多而废居易
,

以其奇荚
,

绝流而渔
,

其利

尝获数倍
。

民之贾虽极勤苦而不能与争
。

于是民之贾 日穷
,

而官之贾 日富
。

官之贾日富而官

之贾 日多
,

遍于山河之间
,

或坐或行
。

… … 无官不贾
,

且又无贾而不官
。

民畏官亦复畏贾
,

畏

官者以其官而贾也
,

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也
。 ” ⑧

同治
、

光绪以后
,

官吏经商的情况更为普遍
,

甚至有不少弃官而经商的
。

同治时期的一

本笔记小说 《里乘》 中
,

就写了一位任淮安府教授
、

被尊为名士的周某
,

为了给子孙置产业
’

想要经商而苦于无资
,

于是续娶了一位饶有积蓄的妓女
,

向其要了十万金
,

遂
“
罢官业磋

,

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 ”
。

④另有人记道
: “

同
、

光以来
,

人心好利益甚
,

有在官而经营商业

者
,

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
。 ” ⑧ 可见弃官经商的事例

,

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
。

至于那些屡试不售
,

仕途不达
,

又家境贫寒的士子
,

更把经商作为当然的出路
,

个人既

不计较名分
,

他人也不会因此而轻视及弃绝交往
。

甚至有的文人名士
,

边商边学
,

安然自得
。

清中期著名经学家钮树玉
,

同时也是个贩运商
。

有人记其事说
:
他

“

业贾贩木棉
,

舟船车骡之

间 , 必载经史自随
。

归则寂坐一室
,

著书终日
。

每负贩往来
,

必经邢上
,

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

论数日乃去
” 。

鱼这种士人经商的情况
,

到同治
、

光绪朝以后更为普遍
。

他们有在西人的洋行
、

书馆
、

报馆或其他商人的商行店铺里卖笔
、

司帐为生的
,

更有直接弃笔经商的
。

出身书香之

家的广东人郑观应
,

应试不售后即遵父命弃学到上海经商
,

后来成了有名的大买办商人
。

从另一方面来看
,

商人也多有通过捐纳而得官
,

俨然恭列仕宦谱绅之中者
。

清中叶时就

有记载说
: “ 近开捐钠之例

,

于是纵绮之子
,

村市之夫
,

擎资而往
,

归家以绪绅自命
,

张盖

乘舆
,

仆从如云
,

持大字刺
,

充斥衙巷
,

扬扬自得
。 ” O 到同治

、

光绪以后
,

随着各种名 目

的捐例大开
,

商贾纳资买 官之风更为盛行
。

这种官
、

士
、

商互相混同
,

三位一体的状况
,

使三者的社会形象
、

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

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

因而减弱了原来蒙在商人身上的被鄙视和轻视的色彩
。

① 姚世锡
: 《前徽录》

.

② 薛福成
: 《庸庵笔记》 卷三

。

⑧ 屈大均 : 《广东新语》 卷九 《事语
·

贪吏》
。

④
_

许奉思 : 《 里乘 》 卷四 《柯寿鞠 》
。

⑥ 徐坷
: 《 清稗类钞 》 第 4 册

,

第 16 72 页
。

⑥ 李斗
: 《扬州画舫录》 卷十

。

① 盆含
: 《三冈识略》 卷六 《三昊风俗十六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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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中叶以来民间对于商人和经商观念的变化
,

从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上
,

为后来的从商

热潮创造了条件
。

而这种从商热
,

伴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和洋货的流行
,

使得商业的首先兴

盛
,

4

成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突破 口
。

由此生发的
“
重商

” 、 “
商本

” 思想
,

也成为中国

早期近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
,

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
。

三
、

社会生活方式及身份观念的变化

随着洋货流行和从商热而来的
,

不仅是商业繁盛
、

商务人员数量大增这些经济领域的变

化
,

由此还引起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
,

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

交往方式
、

人际关

系
、

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
。

特别是在那些商业发达
、

华洋杂处的通商城市
,

这些

变化尤为明显
,

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
。

下面从几方面来看
:

1
。

出现了与下层
“
贱民

”
交际或联姻

,

及衣冠服饰逾等违制的风习
,

标志着原有的封

建等级身份观念开始崩坏
。

旧有的观念
,

商贾是受人鄙视的
,

而佣役
、

优伶
、

妓女等
,

更被视为是操贱业的
“

贱民
” ,

一般士宦平民
,

即所谓清 白之家
,

是不屑于与这些
“
下等人

”
交往

,

更谈不到缔结婚姻了
。

如若有人胆敢破例
,

将不容于家族乡里
,

但到了这一时期
,

这种观念大为减弱
。

官吏士夫等

所谓
“
上民

” ,

为贪钱财而乐与商贾
,

乃至洋行商家的店伙
、

佣役相攀附结交
,

引为友类
。

而士宦平民更有与优伶
、

妓女等缔结婚姻者
。

笔记小说 《里乘》 中
,

就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 一个积有多金的妓女

,
自己赎身脱籍后

,

希望
“
择一才貌俱优

、

可同白首者
,

托一终身
” 。

先是一
“
贵家公子

”

谎称妻将病亡
,

许以作

继室夫人
,

骗去钱财后却背信弃约
。

该女即在其为母祝寿
、

亲朋盈门之际
,

华妆前往
,

当众

指其劣迹
,

各亲朋遂对该女
“
好言抚慰

” ,

表示
“
愿共为调停

,

令公子谢过
,

仍践前盟
, 。①

看来
,

即使是这一
“
贵家

” 的亲族长辈
,

也没有对公子欲娶妓女这种以往被视为有辱门循的

事情表示非难
。

后来这个妓女发誓要嫁一位更加可靠的
“
中年名士之在官者

” , “
且非续娶

不可
” 。

随即便有一位任府学教授而五十丧偶的老名士
,

应召而来
, “

遣媒求为继室
” ,

迎

娶为正室夫人
。

他人对此也并无异辞
。

·

由此可见
,

当时这类事已不鲜见
,

人们也抱着相当宽

容的态度
.

当然
,

陈旧的观念仍然有影响
,

那位娶该女为妻的周姓
a
教授

” ,

虽然夫妻
“
琴

瑟甚敦
”
地一起生活了四五年

,

并生有一子
,

但其仍顾及家门后世的名声
,

在借妻之金经商

发财之后
,

便颇有君子之风地以什一之息将本息归还该女
,

遣其携子离去
。

看来这位熟读圣

贤遗教的
“
教授

” ,

虽然可以为养家
、

为发财而暂时违礼
,

娶妓为妻
,

但终归还是要保全名

声
,

顾及道德形象的
,

这一故事反映了新旧观念的冲突矛盾
。

同治末年上海曾轰动一时的
“
杨月楼案

” ,

恐怕是最能说明这种新情况及新旧观念冲突

的典型事例
。

杨月楼是一扮武生的名伶
,

一位粤商的女儿爱慕其才貌
,

经母亲同意与之订亲
。

但当杨月楼迎娶之时
,

粤商乡党却以平民嫁贱民
,

有辱乡风
,

而群起阻拦
,

并将杨月楼扭送

官衙
,

污其为
“
诱拐

” 。

县令遂以
a
诱拐

”
论处

,

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刑责治罪
。

此事立

刻引起舆论大哗
,

满城议论
,

论者显分二途
: 一是粤籍商人坚执前见

,

以平民之女不可嫁与

残民
,

否则有辱家门乡风的传统观念为立论
,

支持重判
。

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对杨月楼和该女

① 许奉恩
: 《 里乘》 卷四 《柯寿鞠 》 ,

,
导9

,



表示同倩
。

《申报》 登载一篇文章认为
,

此事系该女母亲作主
,

由女家主动提亲
,

月
一

楼明媒
正娶

,

一切按照正常程序
,

月楼和该女并无错处
,

更不应指为
“
诱拐

, ,

如果说有门户不当
、

不宜嫁娶之处
,

也应由其父母自行处理
,

旁人和官府不应代为处理
。 ① 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

等级门第观念的抗议
。

引人注意的是
,

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 以致群起而与粤人论辩

。

可见人们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

已不再偏执于旧有的等级观念
,

即便是对属于
“

贱民
”
的优伶

,

也主张抱以较为平等
、

公正的态度
。

这时期还出现了人们在服饰用具上逾制僧越的时尚
,

上海洋场就出现了有人随便穿用原

本只有官员才能穿用的红风兜
、

青缎褂
、

蓝呢轿
、

朱轮车等现象
。

有人就此讽咏道
: “ 红风

兜
,

粗日头
,

舆台皂隶等公候
。 分 “

朱轮车
,

装饰华
,

京师乘者惟王爷
。

何物狂奴妄豪奢
,

答杖罪应加
。 ” “

蓝呢轿子疾如飞
,

似官非官坐其中
。 ” ② 这说明原来森严的等级界线

,

在

人们眼中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逾越了
,

有人甚至公然无视这些界线
,

任意而为
。

这些现象都

反映了传统等级身份观念的淡化
。

2 ,

随着旧观念的崩坏而来的
,

就是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建立
。

这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

金钱在人们心 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

崇尚金钱
,

金钱至上
,

以金钱来衡量其他的观念被人们
广为接受

。

由此带来的一个新风气
,

就是以金钱的多寡作为交友的标准
,

逢人不问出身
,

不念故旧
,

全 以衣冠取人
。

时人记道
: “

新交因狐裘而定
,

不阿出身
。

旧友以鹑结而辣
,

视同陌路
。

遂

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
,

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
。万 由此形成人们价值观

、

廉耻观的变

化
,

即
“
身家不清不为耻

,

品行不端不为耻
,

目不识丁不为耻
,
口不谈文不为耻

” 。 ⑧

与此相伴的就是追求奢华
,

刻意炫耀之风大盛
。

不仅巨商大贾争相斗富
,

挥霍炫耀
,

,

就

是一般平民中
,

也兴起奢华之风
。

有人记上海民风的前后变化时说道
: “

本邑旧 时 风 俗 撷

朴
,

… …通商以后
,

华洋杂处
,

俗尚繁华
,

民情轻薄
。

家无担石 (疑 为 米之 误 )
,

鲜履华

衣
。 ” ④ 同治末年时

,

有人撰文列举当时上海市民中这种追求奢华的陋习
: “

不分贵贱
,

出

必乘舆
,

有家中无米为炊
,

而犹高坐蓝呢之轿者
。

且有轿役之身份超乎轿中之人者
。 ” “ 一

入酒家
,

争尝者燕窝鱼翅
。 … …徒慕贵重之虚名而不求饮食之真味

。 , · ·

…不以 口食
,

专以耳

食目食
。 ” ⑤ 人们无论有钱无钱

,

为了摆谱摆阔
,

衣服争穿华贵的
,

出门不坐独轮车而必要

乘轿
,

.

甚至押妓争押高等的
,

看戏必要坐上座
。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民中慕虚荣
、

尚奢华的

风气之盛 , 这种风气也渐渐浸染到内地乡间
。

如据浙江 《嘉善县志》 记载
,

本地
“
乾嘉时风

尚敦朴
,

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
,

城镇尤甚
,

男女服饰厌故喜新
。

东南乡多小市
,

农工 习于

游惰
” 。 ⑥ 即使是北方城乡

,

各地也多有
“
同光以后

,

俗尚奢华” 的记载
,

可见这种风气已

相当普遍
。

这些都是由崇尚金钱的新价值观带来的人们社会行为的变化
。

由以上这些开放通商以后新出现的民间社会风习
,

我们可以看到
,

西方近代文明
,

首先是

通过洋货而为中国老百姓所认识和接受的
,

正是在洋货风行
、

商业兴盛的冲击下
,

人们的生

① 《 申报》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

② 《 申报》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

同洽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

⑧ 《 申报》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 《 申江陋习》

。

④ 李维请 : 《上海乡土志
·

民情》
,

190 哗版
。

⑥ 《 申报》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 《 申江陋习分

。

勿 征峰请等
: 《 嘉善县志

·

风俗》
,

光绪十八年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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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活方式并始改变

,

随之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也开始改变
。

重商观念
、

平等观念
,

以及将金钱

凌驾于等级特权
、

亲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近代性观念
,

最早都是在这些民众的生活变化中萌

生形成的
。

而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的知识分子
,

对这一变化的概括和反映却显得迟滞得多
。

由

于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唯圣
、

唯古
、

唯上
、

唯雅的传统
,

治学运思拘泥于圣贤之道
、

书本之言
,

不屑于体认凡俗百姓的思想感情
,

甚至不屑于认真思考自己在凡俗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

这就

难免于他们在起自于民众之中的社会生活观念变动面前
,

思想显得十分迟钝和滞后
。

几位早

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
,

如冯桂芬
、

郑观应辈
,

虽然发出了几声改革的呼声
,

但都是丛治国经

世的大处着眼
,

既已大大落后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步伐
,

又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感受无多

大关涉
,

因此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迅速响应
,

也未能形成对 已出现的近代性文化观念的理性思

考
。

这一步只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
,

唯新人士提出了肯定
“
人欲

” 、

提倡
“
平等

”
等思想

,

才把这些近代性的生活伦理观念提升到理性的层面
,

开始被知识分子所注意和思考
。

贵任编辑
: 王 领

“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现代化

研究讨论会
”
在台湾举行 -

应台湾促进中国现代化研究基金会的邀请
,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为团长
,

中国

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林地为秘书长的大陆社会科学家代表团一行 26 人于 1 9 9 3年 7 月 29 日

至 8 月 7 日赴台湾参加
“
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现代化研究讨论会

”

并进行学术访问
。

这是大陆

访台的最大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
。

其中有 7 位为社会学家
,

他们是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业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李培

林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婚姻与家庭研究室李银河副研究员
、

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副主任杨善华副教授
、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副教授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李强副教授
、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戴建中副研究员
。

他们除在台北参加学术

会议外
,

还顺访了台湾其它城市
,

并就婚姻家庭和现代化研究向台湾社会学工作者进行了广

泛的学术交流
。

(赵克斌 )


